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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合规负责人是指在企业中从事风险识别、合规审查工作的主体。合规负责人在企业治理中，负有风险识

别义务、合规审查义务，保证企业的正常运行。以实质义务论为视角进行考察，合规负责人具有信息优

势，因此处于支配地位，当先行行为导致风险升高时，负有监督保证人义务。通过垂直授权没有决策权

的合规负责人，仅对于风险的发生具有报告义务，不具有阻止法益侵害发生的义务。合规负责人不作为

的刑事责任不宜过分扩张，除义务来源外还应当结合作为可能性进行考察。通过判断合规负责人是否具

有成立不作为共犯的实行行为性，得出合规负责人不作为参与原则上应认定为帮助犯。 
 
关键词 

合规负责人，监督义务，业务授权，信息优势，风险管控 

 
 

Compliance Officer’s Inaction Participation 

Dianao Ma1, Changzhen Gao2 
1College of Law, Changchu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angchun Jilin 
2College of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Received: Jun. 5th, 2023; accepted: Jul. 13th, 2023; published: Jul. 24th, 2023 
 

 
 

Abstract 
Compliance officer refers to the entity engaged in risk identification and compliance review work 
in an enterprise. Compliance officers are responsible for risk identification and compliance review 
in corporate governance to ensure the normal operation of the enterpri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ubstantive obligation theory, compliance officers have an information advantage and are there-
fore in a dominant position. When the prior behavior leads to increased risk, they have the obliga-
tion to supervise the guarantor. Compliance officers who do not have decision-making power 
through vertical authorization have a reporting obligation only for the occurrence of risks and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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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 have an obligation to prevent legal infringement. The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of compliance of-
ficers for inaction should not be excessively expanded, and in addition to the source of obligations, 
the possibility of inaction should also be examined. By determining whether the compliance offic-
er has the ability to establish an accomplice in non action, it is concluded that in principle, the 
compliance officer’s participation in non action should be recognized as an accompl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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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比较视野下的问题意识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中美贸易战不断升级，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的建立刻不容缓，在刑事合规的浪

潮中，合规负责人充当着不可替代的角色，但我国对于合规负责人的处罚不存在明确的依据，处罚的边

界更加模糊。 
美国早在 1934 年的《证券交易法》中提出了合规负责人的保证人义务，随着进一步研究在《联邦量

刑指南》中进一步细化企业法人犯罪量刑的规定，对合规负责人的处罚幅度更加清晰，但是该理论在中

国的研究处于停滞状态。在 2009 年的“德国柏林清洁公司案”中，法官在判决中肯定了合规负责人的保

证人地位。其认为被告担任法律部门和审计部门主管，根据合同或者上级的委托，被告通过义务接管取

得特殊的地位，因此具有作为义务[1]。日本继受德国的刑法展开合规负责人的研究，为促进金融秩序的

稳定性，在 2002 年的商法中要求公司设置监督委员会，同时要求董事会必须设置相关职位来完善企业监

督。而我国由于合规负责人保证人地位理论研究尚浅，既有研究未厘清合规负责人在单位犯罪中作为义

务的范围，以及不作为参与的刑事责任，因此尚未出现肯定合规负责人保证人地位的相关判决。2022 年

9 月国务院国资委印发了《中央企业合规管理办法》，其中明确提出，中央企业应当结合实际设立首席

合规负责人，该文件指出首席合规负责人是一个监视和管理组织内部合规问题的公司官员，是企业核心

管理层成员，全面领导合规管理体系建设与运行，可见合规负责人在我国逐渐得到重视。 
基于此，本文拟以单位犯罪中合规负责人的义务为研究对象，结合不作为正犯与帮助犯区分基准，

根据国内外不同学说以及相关案例，探讨在中国语境下企业合规负责人不作为参与的刑事责任。 

2. 研究对象界定 

(一) 合规负责人概念界定 
合规负责人的刑事责任研究凤毛麟角，称谓和定义眼花缭乱。德国的《企业治理准则》认为董事会

经营管理职责包括合规职责，但根据我国《公司法》规定，董事会属于执行机构，职责是决定公司的投

资方案和经营计划等重大方针政策，在我国大型公司基本采取的是所有权和经营权彼此分离的经营模式，

董事会执行、事实的权利剥离出来，授权给高级管理人员，因此合规计划基本属于高级管理人员的工作

范畴。因此合规负责人在治理体系上是否属于董事会成员，取决于相关法律文件的要求以及不同企业的

设置，但对于合规负责人的具体工作职责，各国以及各企业的理解相去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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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在理论上虽然不存在对合规负责人明确的定义，但实践中招聘的风险控制岗位承担着合规负责

人的工作职责，并且衍生出“风险专员”这一名词。我国在《合规管理体系指南》将合规体系中的角色

分为治理机构、最高管理者、合规职能部门、管理层和员工，该指南认为合规职能部门是组织合规管理

专业度的重要指标，职责是合规管理体系的运营。国资委在《中央企业合规管理办法》中提出首席合规

负责人的主要职责是对包括法律风险在内的合规风险进行有效防控。虽然合规负责人在不同的语境的称

谓不同，但是其肩负的主要职责是：有效识别所面临的合规风险，提供合规建议，制定并执行风险为本

的合规管理计划，审核评价各项政策的合规性，开展员工合规培训，识别和评估新产品和新业务的开发

产生的合规风险，开展合规风险的监测和测试等。本文所指的合规负责人是从其所承担的功能展开的，

不论其具体称谓的差异，借此消弭不同语境间的差异[2]。 
(二) 合规负责人保证人义务的范围 
合规负责人保证人义务的范围存在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合规负责人保证人义务是在整个社会的

整体语境下，涵盖了刑法规范以及其他法律规范的作为义务；狭义的范围是指在刑法教义学的语境下，

仅指不作为犯罪中的保证人义务[3]。本文所讨论的范围仅指狭义的合规负责人义务。 
除此之外，根据 Armin Kaufmann 的机能二分说，保护义务的发生根据分为对特定法益的保护义务以

及对危险源的监督义务。合规负责人的设立的主要目的在于企业内部的合规治理，主要工作是对企业内

部风险的监督，因此在理论中对于合规负责人的法益保护义务争议较小，因此本文所讨论的合规负责人

作为义务主要是指对危险源的监督义务。 

3. 合规负责人作为义务证成 

(一) 保证人地位的理论选择 
1) 形式的法义务说 
我国传统的观点仍坚持“形式四分说”即将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分为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职务

或业务上要求的义务、法律行为引起的义务和先行行为引起的义务[4]。按此分类，合规负责人的作为义

务来源属于职务或业务上要求的义务，但职务或业务上的行为是否包括企业员工的职务仍待考证。形式

义务论中的职权行为产生的义务严格上讲也属于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因为此种义务更深层次的来源是

法律、行政法规。此种区分方法并没有提及保证人地位具体的理由，因此在实践中确定的保证人范围或

宽或窄[5]。 
2) 实质的法义务说 
实质的法义务说主张从实质的观点讨论作为义务的发生，主要又分为先行行为说、事实上的接受说、

因果经过支配说、管辖理论以及机能二分说[6]。日高义博教授认为先行行为可以填补作为与不作为的间

隙，构成不作为犯罪必须由不作为者设置了因果流。但该学说过于缩小了不真正不作为犯的成立，使得

合规负责人的义务来源仅能从先行行为中推导出来，存在较大缺陷。Schünemann 认为对结果的发生存在

现实的支配，成立不作为犯罪，在本文中体现的则是合规负责人是否对于风险发生存在支配。但是该支

配存在父子关系之中，在复杂的企业关系中该支配是模糊的，很难认为合规负责人与被监督者存在如此

紧密的联系，况且实然的支配状态并不代表行为人在应然层面就有作为义务。Roxin 认为所有身份犯都是

义务犯，不作为犯属于义务犯，雅各布斯发展其观点认为义务犯的基础是制度管辖，违反的是积极的义

务，体现了不作为者对于被害法益的特殊保护，支配犯对应的是组织管辖负有消极义务。但由于“管辖”

一词较为空洞，不能揭示出合规负责人“管辖”的具体范围，会淡化构成要件的定型意义，因此也存在

较为明显的缺陷。 
一元的方法使得义务来源空洞化，因而更合适的办法是对保证人地位做二元的、以机能为导向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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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Armin Kaufmann 将作为义务分为保护义务和监督义务，保护义务分为规范的根据、制度的根据和机

能的根据，监督义务分为管理危险物品、对第三者负有监督义务对实施违法行为具有制止义务、行为人

先行行为引起的作为义务。该观点较为合理，本文主要对监督义务展开论述。 
(二) 保证人地位的具体判断 
1) 对危险源和危险行为的监督义务 
自己的行为自己负责，当本人的行为侵犯法益时，由自己承担刑事责任，除非自己不能控制危险的

发生或者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保证人基于法律关系对他人有监管义务，应当对他人的危险行为予以监

督。在此类情况下，二者通常存在紧密的联系，如监护人与被监护人。按照联邦法院的观点，基于交往

安全义务的思想，上司对职员与经营有关犯罪具有保证人义务。企业不存在自我意识，不能适用自我答

责原则，因此企业所有者(企业主)应当对企业行为进行负责，保障企业交往安全性。但合规负责人与危险

源之间的桥梁是由委托合同搭建，不能将民法上的义务直接上升为刑法上的义务，否则会落入形式义务

论的窠臼。 
李本灿教授将具体的合规业务分为水平授权、垂直授权和外部授权。水平授权是公司领导内部授权，

是由某个领导层人员担任合规负责人，因此不会改变义务归属，此时合规负责人具有刑法上的作为义务。

水平授权时合规负责人具有决策权，义务是及时采取措施，阻止风险的发生。垂直授权和外部授权时，

合规负责人的权限大体相同。垂直授权(外部授权)是指领导向下级的授权，被授权者不属于企业主，此时

合规负责人仅存在合同上的作为义务，仅需要将企业风险上报董事会，履行自己的监督职责。因此，合

规负责人被授予的权利越大，防止风险发生的义务越重。 
2) 对自己的先前行为造成的法益侵害的防止义务 
合规负责人的职责是监督企业是否遵循了法律或者企业内部的规定，以及在必要时告知企业领导层，

以防止企业的损失。当合规负责人未履行组织义务、监督义务或告知义务时，增加了企业的风险，此时

不采取积极措施，导致危险转化为实害增加了职工违法犯罪的风险，此时具有保证人义务[7]。例如商业

银行新产品的研发时向合规负责人进行咨询，合规负责人错误的评估给出错误的建议，使得商业银行的

金融风险增加，只要合规负责人对于该风险有正确的认识，就应该及时通知领导层暂停新产品的推出。

合规人员的风险评估失误属于先行行为，具有积极采取措施降低风险的义务。 
该结论所面临的的问题是，如果合规负责人没有对企业的风险作出贡献，为何还要为法益侵害承担

刑事责任。如果认为不作为能够成为作为义务的发生根据，合规负责人在面对企业风险时，采取不作为

的行为，将本能避免的法益侵害成为现实，此时应当认为对法益侵害做出了贡献(同扳道工案)。例如房屋

主人在认识到瓦片会掉落，但漠视这种危险，当瓦片掉落砸伤行人时，房屋主人具有救助义务。体现在

企业中就是合规负责人对于企业风险具有监督义务，当法益侵害发生时，该义务转化为基于先前的不作

为产生的防止结果发生义务。此时如果不承认先行行为带来的作为义务，作为义务中的作为内容部分与

客观注意义务中结果避免义务所要求的行动部分发生了重合，仅通过监督义务推导出存在风险管控的过

失，容易得出合规负责人成立过失犯而不是故意犯的结论[8]。 
3) 对特定领域支配的危险阻止义务 
行为人在具体的领域存在独立支配时，对法益发生的危险具有作为义务。该特定领域通常指的是特

定场所(汽车、建筑物)，其是否可以延伸到公司风险管控领域，以及合规负责人是否对该特定领域具有支

配权存在疑问。企业合规负责人具有合规审查、风险识别的义务，他们可以通过审查提出意见来防止下

级员工犯罪，对于该风险的审查应当认为存在支配。当企业将合规审查义务交予合规负责人，此时公司

其他人员便不在参与合规审查，合规负责人对该领域具有排他性，因此负有结果避免义务。此类支配具

体指的是“信息优势”，合规负责人往往会被授予“信息介入权”，除领导层以外，该权限有且仅有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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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负责人具有，尽管最终的决策属于领导层，但是合规负责人通过信息优势取得支配，由此形成对特定

领域的支配。例如，将孩子放邻居家寄养，邻居取得对孩子的支配地位，当孩子严重生病需要手术时，

是否手术最终是孩子的父母决定，但是邻居对孩子的父母具有报告义务，当不履行此义务时，则切断了

救治孩子的可能性。当合规负责人尽到了合理审查义务，但是由于能力不足导致企业风险的发生，此时

虽然存在支配但合规负责人不存在作为的可能性，不能追究其不作为的刑事责任，但可以成立相应的过

失犯罪[9]。 
该观点的反对者Beulke认为不具有决策权限的合规负责人必须通过上报的方式来防止风险进一步发

生，具体采取何种措施最终由领导层决定，合规负责人对他人的行为不具有决策权，理应不具有保证人

义务。笔者认为，合规负责人通过授权从领导层取得风险监管义务，采取上报的方式将风险管理义务归

还领导层，至此成立“责任回转”。合规负责人的支配是因果流程，而不是对于风险是否发生的支配不

能因为权利的缺失直接否定其保证人地位[10]。如上文所述，邻居不应因为不具有孩子的抚养权而影响其

报告义务，否则会影响父母知情权导致孩子得不到及时救助。 
(三) 小结 
综上，企业面临风险时，合规负责人具有保证人地位，应当即使履行报告义务或风险消除义务，合

规负责人义务的轻重是由其授权内容所决定的。但是不能过分倚重刑罚手段，监督者保证人义务不应无

限扩大。在作为的内容上，不能对无实权的负责人苛刻要求，当履行报告职责后便可视为完成了作为义

务；在作为可能性上，应当对风险的发生具有主观认识可能性；在作为义务来源中，合同义务、前置性

的行政义务不能成为刑事义务的连接点[11]。 

4. 合规负责人不作为参与的行为定性 

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合规负责人具有阻

止他人犯罪义务却不履行时，构成正犯还是构成帮助犯对其量刑影响极大。我国的目前对于不作为参与

主要存在义务犯和支配犯两种解决路径。 
义务犯理论提出者 Roxin 教授认为所有的不作为犯都是义务犯，决定行为人是正犯还是共犯的标准

是对特定义务的违反，因此合规负责人的不作为参与只能成立单独正犯。该观点将不作为行为与作为行

为在定罪上等价，在量刑上借助德国刑法第 13 条的规定对其减轻，我国不存在这样的规定，因此与我国

刑法难以契合。Jakobs 发展 Roxin 的观点认为作为犯、不作为犯、义务犯、支配犯是相互交叉的关系，

支配犯的不作为的正犯准则是犯罪支配，义务犯的不作为的正犯准则是特别义务违反。该理论受到日本

学者岛田聪一郎的批判，在义务犯中仅存在积极的义务不能与满足了作为犯构成要件的行为同质。由于

立法不同，义务犯理论在我国应被摒弃。 
支配犯理论存在原则共犯说、重要作用理论和区别理论。原则共犯说认为，一般情况下作为人能够

单独地实现对犯罪客体的侵害属于正犯，不作为人不能直接侵害犯罪客体属于共犯。该观点并没有指出

原则之外所存在正犯的具体类型导致区分不明确[12]。重要作用理论认为正共犯的区分以履行作为义务在

不作为共同犯罪中所起作用的大小为基准，着眼于因果关系质的差异，并没有坚持以侵犯法益的大小作

为判断正共犯的标准[13]。合规负责人面临风险时，区分“有可能使得结果的发生更为困难”“确实地避

免结果发生”的标准是合规负责人职权的大小，是在履行义务过程中所产生的现实情况，与正共犯的区

分无关。在不作为犯罪中，若行为人采取一定的措施，则可以避免结果的发生，就这样认为不作为与风

险发生之间有因果关系，合规负责人履行作为义务可以防止结果的发生也只能认为存在因果关系，不能

直接认为成立正犯，该观点存在逻辑上的跳跃[14]。区别理论在 Armin Kaufmann 功能二分说的基础之上，

将正犯共犯的区分标准划分为两种情形：1) 监督义务情况下当不存在支配地位时，因其履行义务困难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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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帮助犯。2) 保护义务情况下，义务容易履行，不法程度较高，保证人始终是不作为的正犯。该观点

具有明显的形式法义务痕迹[15]，所面临的问题是，在具体的案件中无法判断那种义务更易履行。 
本文认为，虽然原则共犯说的范围不明确，但不妨碍应用到合规负责人正共犯的区分。企业风险的

发生实际上是合规负责人与员工一道共同引起了作为犯的犯罪结果，未被阻止的员工占主导地位支配因

果流向成立正犯，合规负责人不阻止行为只是为了企业犯罪提供了方便，基于其义务性质及实际的作用，

只能实质地评价为帮助犯[16]。蔡仙认为违反特定义务的人本身就是整个犯罪的核心角色和关键人物。企

业中，合规负责人具有特定的监督义务，其有意识违反的行为便足以成立正犯，因而合规负责人的不作

为参与原则上应当认定为不作为的正犯。此观点存在不妥之处：合规负责人扮演的角色是企业风险监控

的关键人物，而不是整个犯罪中的关键人物，没有合规负责人这一角色的出现，犯罪结果依然会发生。

将合规负责人作为正犯同样会加重其刑事责任，严苛的刑罚不利于发挥合规负责人的积极作用。因此合

规负责人的不作为参与原则上属于帮助犯，只有当与作为者存在意思联络参与到因果流程的支配时，才

有可能成立正犯。 

5. 结语 

以功能主义为视角，企业刑事合规制度被赋予的功能与日俱增，合规负责人任重而道远。在处罚合

规负责人时，必须协调好罪刑法定原则和保护法益原则之间的关系，合规负责人的作为义务不宜界定过

宽，否则会导致人人自危，只有当其存在自由决策意志且通过授权取得“信息优势”在企风险审查中担

任着重要地位时，才能审查其不作为行为。在不真正不作为犯中对合规负责人的不作为进行处罚，可以

改变以往在单位犯罪中仅处罚直接责任人的现状，使不作为与单位犯罪中的责任追究形成互补，完善了

责任链条的构建。企业合规制度不能被塑造为隔绝单位犯罪中单位与个人刑事责任的“面纱”，否则会

走向“合规浪漫主义”的极端[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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